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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立法角度看社区的法律地位

  1986年国家民政部就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首次将“社区”这一概念引入了城市管理。198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又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并在以后的政策文件中，完善了社区组织等提法，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的法律地位。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正逐渐取代街道居民委员会，成为城市改革的平台，城市管理“总的抓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社区概念的语义分析

    社区是社会学中一个基本概念，“社区”一词最先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社区主要是指那些存在于前工业社会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①“社区”这一概念最早进入我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其含义是社会上以某种特征划分的居住区。②
    根据滕尼斯的概括和解释。社区一般由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地域因素，即一定的地理范围；二是人口因素，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三是区位因素，就是说社区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空间；四是结构因素，即社区内的社会结构，或者说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五是社会心理因素，指社区的居民对自己生活的社区，在心理上、情感上的一种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对周围人和事的感情。

    许多专家和学者对社区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社区就是居住在城市同一区域、彼此联系、互利互助的共同体，也可以被称为城市社区。

二、社区的法律定位

 　 一直以来，我国社区被定位在低于街道办事处，高于居委会的层次上。居委会作为我国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基层性、独立性、自治性的特征，它独立于政府的行政体系之外，上级政府及派出机关与其是指导和帮助的关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非政权型的自治，而是一种社会自治。就目前社区的法律地位而言：“街居行政体系”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体，这无疑给社区的概念注入了行政色彩，似乎社区成为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然而，社区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社区是否具有某种行政职能?社工处于怎样的法律地位?政府(及派出机关)应在社区建设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成为社区法制建设面临的棘手问题，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社区法律地位的不明确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社区的法律地位：

    (一)社区是社会自治组织

    19世纪行政国的出现，政府的行政权不断扩张，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小国家理论”③对现代行政理念产生了影响，现代政府治理的模式是“小政府，大社会”，要使社会发展起来，具有自治和自理能力，政府不宜扩大管理范围，许多社会事务可以交给社会完成。

    社区作为社会自治组织，有其法律上的依据。1986年国家民政部就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首次将“社区”这一概念引入城市管理。198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又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这为社区的独立与自治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再者，从社区发展功能上看，它有取代居民委员会的可能，并将比居民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有许多人主张宜在社区普遍建立业主委员会。2002年8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的2000多居民通过直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代表。由社区成员直选社区当家人，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它堪与1980年村民委员会选举相媲美④。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住宅私有化程度的普及，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在不远的将来，城市固定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将具有“业主”身份；从职能看，社区从事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等多项服务内容，较之居民委员会的低层面服务它具有多元性。从发展趋势看，社区必将取代居民委员会。

    (二)社区的中介法律地位

    如果说社区具有社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就可以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探讨社区的中介地位。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戈登·怀特指出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⑤。公民社会作为家庭与国家间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中介作用，社区作为与家庭直接发生联系的社会共同体，不仅在家庭与政府及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关，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且作用会比具体的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得更好。究其原因，在于社会中介组织的一部分是由政府设立的，这不可避免地使双方具有不同程度的利益关系，独立性较差；相比较来看，社区可以弥补中介组织地位上的天然缺陷。

    (三)社区的行政主体地位

    如今我国行政法理论上，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行政主体资格。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言，其授权范围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们根据相应组织法的授权行使多种行政职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居委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

    社区在实际生活中亦发挥了居委会的作用，行使了居委会的部分职能，却难于缺少法律保障，正所谓“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完善的立法是进一步发挥社区功能的有效保证。

    另外，在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的行政职能以外，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社区行使某项或某几项行政职能，便于更好地实施管理，使社区发挥缓冲功能。

三、社区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

    据报道，上海市、青岛市、成都市等城市的社区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譬如上海市黄浦区自2000年起实行调解审核制，在街道一级设立人民调解中心，它是一个民间组织，主要是处理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调解不好的民事纠纷，并对这些纠纷做出仲裁，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这是一个准法律文书，只要协议书的内容不违犯宪法和法律，它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因而很多纠纷在法庭之外就得到了和解，“人民调解中心”的设立，一方面减轻了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减少了公民的诉讼成本并增强人们对调解中心的信赖，可谓一举两得。

    全面推动社区建设，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和基层政权，是社区建设的目标。同时，社区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稳压器”的作用。有人说，社区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工程；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民心工程；是深化城市经济和执政体制改革的改革工程，精辟的总结了加强社区建设的意义所在。然而，尽快完善社区立法，明确社区的法律地位、具体的权利和责任，必将极大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社会范围内掀起一股加强社区建设的高潮。

    (二)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合理选择

    为了有效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实现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方式，从传统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然而，利用社区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成为西方行政改革政府与公民合作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的模式则强调自下而上的参与，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众最直接的需求。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主张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现今，社区主义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一股拓展管理领域的思潮。社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为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公民接受政府行政活动，减少冲突和对抗的“隔离带”。

    (三)有助于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

    所谓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⑦我国诉讼法领域始终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方可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然而，现有原告资格理念存在严重不足，这种界定忽视了公共利益的存在。江伟教授曾说：“当事人一经提起诉讼，其原告资格即因起诉行为而得以确定，至于是否属于正当原告则在所不问。”特别是随着更多的实体权利得到实在法的确认，正当当事人概念日益扩大。公益诉讼概念的提起即是扩大当事人涵义的客观反映。

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实现，所有团体的行为最终可以归结为组成团体的个人的行为。⑧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不只是一个人受到损害，而是同一社区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损害，如空气污染，不仅一人，而是所有居住在一起的人们都无法呼吸到新鲜空气，因而社区作为具有独立地位的社会组织，成为居民的代言人，参与到类似的诉讼中，具有无可争辩的正当性。社区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行为的先定力，使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不对等的法律地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极易受到行政权的侵犯，社区作为具有中介性的社会组织代表具体的相对人进行诉讼，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具有强制力作后盾的行政机关相抗衡，同时也起到了社会监督的作用。

四、社区立法展望

  　当前，社区建设的难题在于其性质和地位的不确定性，以致在实践中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一部《城市社区法》的出台必将使问题迎刃而解。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制定统一社区法的条件尚不成熟，政府(有权制定地方规章的行政立法主体)可以因地制宜，制定地方规章，明确社区的法律地位、社区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社区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社区的职能和权利、政府的行政委托事项等，待条件具备，亦可由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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